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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争鸣」

考古教学中的中华文明传承与表达再探讨
冉万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考古学资料表现出明显的直观性和碎片化特征，如何将它们与宏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并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面临的任务。不论是在野外发掘还是室内研究、教学中，

利用考古资料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进行科学阐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以隋唐考古为中心，从

系统性地看待问题等七个方面对如何在考古学教学研究中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表达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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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haeological data exhibits some evident visual and fragmented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task for every archaeologist to connect them with the gr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ake reasonabl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Whether in field excavation, indoor research, or teaching, it is an inevitable issue 
to use archaeological data to interpret scientificall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rchaeology as the center and explores how to inherit and expres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rchaeolog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from seven aspects, such as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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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个变化快、信息量爆炸的时代，在

考古学教学中如何对五千年中华文明进行表达，并

达到传承的目的，需要不断地思考和凝练。在这一过

程中，根据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对一件件破碎的器

物和残破的遗迹进行复原，在其基础上不断总结，

并将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思考，从而将单个的遗

存变成有机联系的鲜活案例，使人们受到启发，这

是当下考古学教学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为此，笔

者曾经撰文进行初步的总结和探讨 [1]。在此基础上，

笔者又对一些考古发掘材料进行了学习、思考和总

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分析了考古遗

存中所反映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性、创新

性、理想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与开放性、善于

学习和总结等问题，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墓域范围及墓葬形制反映的中华

文明连绵不断的特征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在各类史籍中礼仪被区

分为吉礼、宾礼、嘉礼、军礼、凶礼等，以之来规

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其中，凶礼体现了古代中国人

的丧葬观，践行的是事死如生的思想。考古学研究

的陵与墓属于凶礼的范畴，而且是凶礼中规范的一

系列礼仪活动完成后的最终结果，是一类重要的考

古学遗存。

陵与墓，主要组成包括墓域范围、封土、墓葬

形制、葬式、随葬品等，其中又有规模大小、封土高

低、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的多寡之别。从“事死如事

生”这一丧葬观来看，陵墓实际上就是将地上世界

“搬到”了地下，是对生人世界的模拟，“陵墓若都

邑”就是对其的高度概括。对陵墓中的一些因素的探

讨，可以明确看到其继承与发展的一面，也能够生动

地体现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的特征。刘庆柱先生将

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性称之为“不断裂的文明”[2]。

（一）兆沟的继承和发展

兆沟是用来表示墓域范围的。学界对其名称多

有争论，将其称为隍壕、界域或墓域、封沟、围墓

沟、围沟等。虽名称不同，但作为墓域范围标志的

本质没有改变。近年来，考古发现了从商周到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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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陵墓兆沟，不仅深化了以往对兆沟的认识，

而且可以将其贯通考察，作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

一个证据。

2022 年，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围绕商王陵的兆沟 [3]，

将兆沟年代提前到了商代。与殷墟时代相差不远的青

海卡约文化，也曾发现在墓葬周围开挖兆沟的现象 [4]。

近年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陕西旬邑西头村

遗址发现了带兆沟的大型墓地，兆沟内发现墓葬近

千座。2020—2022 年，发掘清理出兆沟内的中小型

墓葬 120 座、马坑 3 座，确定该兆沟墓地的墓葬年

代主要集中于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 [5]。在春秋战国时

期的秦国陵园或者墓地都有兆沟的发现，如陕西凤

翔秦雍城的秦公陵园、咸阳秦陵、临潼秦东陵、长

安神禾塬秦陵等 [6]；山西侯马乔村战国至西汉墓葬也

发现了围绕墓葬的兆沟 [7]；多年的钻探和考古发掘证

明，汉代帝陵及其陪葬墓都有兆沟的存在 [8]；东汉墓

葬也发现有兆沟，如河南三门峡交口东汉墓葬发现

了兆沟 [9]；西晋墓也是如此，如河南孟津大汉冢西侧

的西晋墓发现兆沟 [10]；在陕西咸阳空港新城北杜街

道办事处北村发现的十六国至唐代墓葬，其周围有

大型兆沟，兆沟内墓葬排列整齐，延续时间长，为

探讨十六国至唐代墓葬的兆沟提供了典型实例 [11]；

北周墓葬的兆沟近年来发现数量大增，如西安咸阳

机场建设过程中发现的北周孝闵帝静陵以及北周鹿

基诞夫妇合葬墓、鹿善夫妇合葬墓、豆卢恩家族墓

等都发现有兆沟围绕 [12]。经过钻探，在隋文帝泰陵

陵园垣墙之外也发现有兆沟存在 [13]。

考古资料证明，隋唐时期以兆沟作为墓域标志

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最据代表性的是隋王韶家族墓

地，兆沟之内共发现墓葬 7 座，据墓志可知墓主分

别为王仕通、王显、王韶、王弘等人 [14]（图一）。

经过重新调查与钻探，在唐懿德太子墓封土周围发

现有两重垣墙，外垣墙之外有兆沟环绕（图二）。

兆沟在宋代之时仍然存在，发现于陕西蓝田的吕氏

家族墓地，其东、西、北三面有兆沟环绕，整个墓

地位于兆沟正中偏北处 [15]。这种自商延续至唐宋的

陵墓兆沟，无疑是从墓域范围的表现形式上展示着

丧葬礼仪的绵延不断。

从兆沟的发现及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帝陵

的兆沟与“陵墓若都邑”的思想密切相关，它不仅是

陵园范围的表示，更是都城护城河（壕）的象征。

如秦陵陵园一般由夯土垣墙或兆沟组成，有一重、

两重甚至三重之分，有门或门阙 [16]。普通墓葬的兆

沟则主要表示墓域范围，并以之来体现聚族葬的习

俗，是事死如生观念的体现，也是以血缘为纽带的

社会关系的体现。

（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墓葬的出现与

延续

图二  唐懿德太子墓墓园平面布局图

图一  隋王韶家族墓及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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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与过洞为汉唐时期墓葬的组成部分。带天

井的墓葬开始出现于长安地区西汉早期墓葬中，东

汉时期此类墓葬数量逐渐增加，十六国时期一些较

大型的墓葬继续沿用，如陕西西安焦村十六国时期的

M25 出现了两个天井 [17]；咸阳机场最近发掘的十六

国大墓也修建有规模较大、面积几乎等同墓室的天

井 [18]。至北周时期，这种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

墓葬则被广泛使用，并被隋唐时期京畿地区墓葬所

继承而成为基本形制。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汉代至

北朝时期的长安地区，以及隋大兴唐长安城中心的

地区。虽然它们在时代上有所不同，但其地域基本

上是重叠的，这反映了作为周秦汉唐文化中心的长

安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身的文化

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显然是数千年以来这一地

区一直作为文化中心而积淀的结果。

北周至隋唐时期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

的墓葬形式，是京畿长安地区墓葬的基本形制。墓

葬规模是墓葬等级最显著最直观的标志之一，而高

等级的墓葬往往通过增加天井和过洞数量的方式，

或者增大天井本身的长度与宽度，从而使墓葬规模

达到其所要表现的等级。这种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

过洞墓葬中的等级较高者多绘壁画，而壁画中往往

绘有红色的影作木构建筑构件，如斗拱、阑额、柱

子等，正是在“事死如生”思想指导下对其生前宅

邸的模拟。

这些在考古学遗存上表现出来的连绵不断的现

象，对考古发掘本身也有一定指导意义。以前发掘墓

葬之时，由于更多地关注墓葬本身，而对其地面设

施关注不够，有些甚至连墓道也不发掘，也就谈不

上兆沟的发现。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

展，以前不了解的各种迹象纷纷呈现在人们面前，

如唐墓兆沟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以往考

古发掘的局限性，导致对于唐墓周围存在兆沟这一

点认识不足，如今，唐墓周围存在兆沟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认识。

二、陵墓石刻的变化彰显的中华文明

善于总结与凝练的特征

礼仪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上而下的

规定，二是对民间习俗的总结与凝练，并将其上升到

礼仪制度的层面。陵墓石刻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即

属于后者。在中国古代帝陵中，唐代帝陵神道石刻保

存较好、种类丰富而基本齐全，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并被北宋、明清时期所继承。陵前石刻并不是一开

始就有的，它的出现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并逐

渐地从社会习俗上升到礼仪制度层面。唐人封演的

《封氏闻见记》卷六云：“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

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

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

之义仪卫耳。”[19] 根据目前的考古实物来看，陵前

石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滥觞期的两汉时期；发

展期的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制度形成期的唐代；

延续期的北宋、明清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因循。这

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能够体现出总结与凝练并使之

制度化、等级化的文明特征。

墓前列置石刻在西汉时已经出现，如霍去病墓

前的石人和石兽，但仅为特例，而且形象不够规格

化，种类也带有明显的任意性。石人与石兽的普遍流

行并初步成为定制，则在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人

物雕像主要为亭长或门卒，以示守卫墓域；动物雕

像有狮、虎、马、羊等类，前两者多附双翼，或刻

文字，标明为天禄、辟邪，含有镇墓之意。东汉时

期墓前开始列置石柱的现象，为此后历代所延续。

但这些列置石刻的墓葬多为一般墓葬，帝陵前尚无

石刻的发现。

三国时期，由于崇尚薄葬，不封不树。从考古

发现的曹操墓等墓葬来看，三国时期的曹魏帝陵地

面上未见石刻。《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曾

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

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20]《三国志 •

文帝纪第二》记载，魏文帝黄初三年（222 年）“冬

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寿陵因山为体，

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21]。

西晋时期，一方面禁止在墓前树立石兽碑表，一

方面开始在陵墓神道立“标”。据《宋书 • 礼志》记

载，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颁布诏令：“石

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

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22]。

可见，西晋帝陵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且无碑兽类

石刻。但西晋时期在陵前设神道和望柱。据《宋书 •

五行志四》记载：“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六月癸

卯，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为七十片。”[23]

标即石柱，可见西晋帝陵前建有神道，入口处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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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西晋时期禁止的“石兽碑表”，在东晋时期又

有所恢复。据《宋书 • 礼志》记载：“元帝太兴元

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

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断渐颓。大臣长

史，人皆私立。”[24] 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柱、

西晋韩寿墓和笴府君石柱、南朝陵墓石柱等，是当

时流行的石柱样式，那么，西晋帝陵前神道石柱，

也应该与之相似。

北魏时期，开始在帝陵前神道两侧立石人。虽

然在孝文帝长陵仅发现有石人基座 [25]，但在宣武帝

景陵发现石人 [26]，孝庄帝静陵神道也发现了石人和

蹲狮 [27]；西魏文帝元宝炬陵前发现有石兽 [28]。北周

时期崇尚不封不树，在武帝孝陵地面上亦未见到封

土和石刻 [29]。

南朝时期，帝王陵墓前列置石刻较为普遍，而

且初步形成了制度，由石柱、带羽翼的石兽、石碑

等夹神道对称而列。

隋代之时，据《隋书·礼仪三》记载：“（开

皇）六年（586），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

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30]。然而，考古发现隋代

的一般墓葬前不仅列置石柱，还有石羊。但隋代帝

陵却未置石刻，其封土形制与西汉帝陵一样为高大

的覆斗形。

唐代帝陵石刻在南北朝帝王陵墓的基础上，经

过高祖献陵、太宗昭陵的发展与过渡，在被追封的

孝敬皇帝恭陵形成基本的组合方式，至唐高宗与武

则天合葬的乾陵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石刻数量，并

将其制度化、模式化，为此后的唐代帝陵所继承。

从帝陵石刻的发展演变来看，其最初起源于民

间，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经过不断发展与总结，

在南北朝时期初步制度化，唐代进一步完善，使之

成为帝陵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规定人臣墓

列置石柱、石虎、石羊等，以此来显示帝陵与人臣

墓葬之间的等级差异。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能在

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总结的民族。在文化上的表现也

是如此，作为经典的《诗经》，包括《风》《雅》

《颂》，而其中的《风》是经过采风而得来的民间

作品，或者称之为民歌，通过对这些来自民间的作

品进行归类和加工，使之成为经典的一部分。现在

实行的土地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一开始也是在民

间自发地形成，最初出现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最终

被上升到一种土地经营形式而推广到全国的。

与此同时，在唐代形成的制度化的帝陵石刻，

还对突厥王墓产生了影响，使其原来在墓前较为单

纯地树立石人和杀人石 [31] 的做法，变成了在神道两

侧对称树立石人、石兽（包括石羊、石虎）等 , 如突

厥毗伽可汗（716—734）墓 [32]（图三）。唐代以后

的帝陵，尤其是北宋、明清时期的帝陵石刻，其基

本内容和列置方式是延续唐代帝陵的，但石刻的种

类、数量等则表现出自身特点。

三、佛教造像新样式的创造体现的中华

文明创新性特征

（一）佛教造像从“伟丈夫”到“宫娃”

唐代佛教造像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高

僧道宣对这种变化，则持批判态度。据《释氏要览》

卷记载 :“宣律师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

目长颐丰，挺然丈夫相。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

似妓女之貌，故今人称宫娃如菩萨。”[33] 如敦煌莫

高窟盛唐时期第 194 窟的菩萨像 [34]（图四）。要搞

清楚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到佛与皇帝的关系，

佛殿与宫殿的关系，佛教造像的排列方式与朝堂之

间的关系等等。

关于佛与皇帝的关系，北魏时期的高僧法果提

图三  突厥毗伽可汗墓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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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皇帝“即是当今

如来”的思想。据

《魏书·释老志》

记载：“初，法果

每言，太祖明叡好

道，即是当今如

来，沙门宜应尽

礼，遂常致拜。谓

人曰：‘能鸿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

天子，乃是礼佛

耳。’”[35] 正 是

在这一思想的影

响下，云冈石窟中

高僧昙曜所开凿

的昙曜五窟，即分

别对应道武帝、明

元帝、太武帝、景穆太子、文成帝 [36]。“兴光元年

（454 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

帝（道武、明元、太元、景穆、文成），铸释迦立像

五身，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斤”[37]。如果

将皇帝看作是现实的如来，那么，佛两侧的弟子在

形象上可以以现实中的僧侣作为模拟对象，菩萨、

天王、力士都也有现实的模拟对象，而这些模拟对

象自然指向宫中女性和上层女性。长安都城中丰富

的社会生活，众多的歌伎，自然成为其艺术形象的

源泉。甚至只要略微赋予其佛教元素，长安城的生

活场景即可会变为理想的佛国世界。

道宣对唐代佛教造像“宫娃如菩萨”的这种描

述，显然是对其持否定态度。但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佛

教造像艺术形象的退化，反而是其中国化过程中唐

代审美的典型反映，即造像艺术在中国化过程中阶

段性特征的反映。而所谓“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

今人称宫娃如菩萨”这一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当时

人们审美意识的反映。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

风格为之一变，创造出了以中国人为模拟对象的造

像艺术。正如梁思成先生所云：“（唐代）佛之表

现仍以雕塑为主，然其造像之笔意及取材，殆不似

前期之高洁。日常生活情形，殆已渐渐侵入宗教观

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

与俗世发生较密切之接触。”[38] 所谓“与俗世发生

较密切之接触”，则隐含了将现实生活中的皇帝看

作佛的思想。工匠及艺术家们无形中将皇帝与后宫

嫔妃、宫女以及现实中的僧侣作为模拟对象，来雕

塑或者绘制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从而在

佛堂之中、墙壁之上出现了布局对称、形似左文右

武的排列方式，暗含了法果所云的皇帝即当今如来

的思想。这种隐性的表现方式，不仅拉近了佛与众

生的距离，也拉近了佛国世界与人间世界的距离。

关于“宫娃如菩萨”，可从佛殿的建筑形式说

起。佛殿建筑模拟宫殿，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成

为普遍现象。正是基于这一点，建筑史学家在复原展

示隋唐时期宫殿建筑的屋顶时，往往参考石窟寺壁

画、佛教石刻以及现存的木构建筑佛殿的屋顶样式。

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洛阳永宁寺“浮图北

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39]。又据《长安志》卷七

记载，隋文帝时期所建的大兴善寺占靖善坊一坊之

地，“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善佛殿，

制度与太庙同”[40]。到了唐代，从法律上对世俗建筑

的形式进行了限制。《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记载：

“营造舍宅者 , 依营缮令：王公已下，凡有舍屋，不

得施重拱、藻井。”[41] 但唯独对佛寺不加限制，这

也是“皇帝即当今如来”这一思想在建筑形式上的表

现，并且得到官方认可，成为一种共识。既然佛之

所在等于宫殿，那么作为生活在宫殿中或者与宫殿

相关的人——皇帝、大臣、将军、嫔妃、宫女应与

出现在佛殿塑像及壁画中的佛、菩萨、天王、力士之

间存在着某种意识上的对应关系。也即佛殿建筑模

拟了宫殿，佛教造像艺术则模拟了与宫殿相关的人，

不同的只是赋予了其佛教元素。对于“皇帝即当今如

来”这一思想，北魏时期的法果已经明确地提了出

来，为什么此后不再这么明确地讲了呢 ? 可以理解为

这一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常识化了，不需要再去明

确地表达和张扬，反而更多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现。

与此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梁思成先生所云的“日

常生活情形，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这里的

“日常生活”指的就是唐代人的日常生活。换句话

说，就是将唐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融入到了佛教

造像艺术中去了，这不正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吗？同时也说明佛教造像艺术的

巨大变革发生在唐代之时，或者说唐代就是一个分

水岭。道宣、梁思成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同样一个问

题。其实，绘画艺术往往是时代精神风貌的反映，而

不是纯粹地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有时候我们还不能

图四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194 窟
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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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常言所云的“愤懑出诗人”

也是这个道理，即某种社会现象或者生活场景促使

了诗人创作情感的爆发，绝对单纯的不表达任何思

想和情感的艺术是不存在的。

（二）创新的典范：布袋和尚形象的出现

布袋和尚形象一般被视为弥勒佛，他实际上就

是唐明州奉化县的和尚契此。据《宋高僧传·契此

传》记载：“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

形裁腲脮，蹙额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

荷布囊入缠肆，见物则乞，至于醢酱鱼葅，才接入

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

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

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 :‘慈氏垂迹也。’又

于大桥上立，或问：‘和尚在此何为？’曰：‘我在

此觅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则物售。袋囊中皆百一

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亢阳，即曳高齿

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水潦，则系湿草屦。人以此

验知。以天复中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

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42]

1. 布袋和尚形象的流行

南方地区创造的形象遍布南北方地区 [43]（图

五），而且延续时间之长，特征之鲜明，生活化、世

俗化之浓郁，在古印度和中国的佛像中极其罕见。出

现这一现象得从当时的社会去分析、理解和认识，它

是当时人们迫切需要改变社会现状的思想在佛教造

像层面的具体反映。其亲切而满含微笑的面庞和大

腹袒露的形象，犹如现实生活中的慈祥老者，这一

点让其成为人见人爱、观之心情愉悦的艺术形象。

虽然布袋和尚像与其他的佛教造像大相径庭，但却

毫无突兀之感，与庄严肃穆以及南朝以来清瘦羸弱

的维摩诘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以一个生动活泼的僧

侣形象来表示弥勒佛，舍弃了佛经记载的有点繁琐

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反映了随着佛教世俗

化民间所爆发的创造力，也是对佛教造像艺术的一

次颠覆，体现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创造其形象的过程中，略去了佛像的一些基本特

征，让其完全以中国老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是一种完全中国化的佛教艺术形象。由此可见，佛

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国化过程从来没有中断过，

只是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和中国化的程度有所差

异。其中国化的灵魂则是创新，如果没有创新就不

可能有佛教及佛造像艺术的中国化。

2. 布袋和尚形象出现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的其它

问题

出现布袋和尚像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五代的战

乱、南宋王朝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在社会层面人

民生活需要安居乐业。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布袋

和尚的笑容恰恰是现实中匮乏而又需要的安乐在佛

教艺术层面的反映，布袋和尚的大肚是人们对吃饱

喝足这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佛教造像艺术上的反

映，是人们内心世界愿望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

此，布袋和尚的形象不可能是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

的单纯的艺术形象，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崇拜对象，它

正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那样：“人不是抽象地

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

国家，社会。这个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

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

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

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

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

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4] 

布袋和尚夸张的艺术形象的含义——以其袒露

腹部表现包容，以其笑容象征佛的慈悲一面。至于

流传久远而且影响巨大的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

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则是一

种对宗教从世俗化角度浅层次的理解，而且其用语

本身违背了佛教宗旨，佛是不可能去笑众生的，那

样的话还是佛吗？佛教认为，其主要任务和目标就

是为了教化被贪嗔痴等蒙蔽的众生而使之感悟，达

到彼岸，而不是去“笑天下可笑之人”。这幅楹联图五  浙江杭州飞来峰南宋布袋和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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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警句，但它实际上没有

看到这一艺术形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需求，即

布袋形象的出现是人们盼望着社会祥和、自身温饱

和快乐的反映。这幅楹联的内容，显然是儒生们对

自身世俗情感的宣泄，而不是宗教情感的表达，更

没有反映出创造布袋和尚像的初宗。

布袋和尚像是艺术创新的结果，但历史地来看

这种创新从来就没有停止和中断过。如《历代名画

记》卷十记载：“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长史。

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

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

月之体。”[45] 周肪所创造的水月观音形象，实际上

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观音范式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

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这些事例无不证明了中华

文明的创新性特征。

四、艺术表现手法的吸收与借鉴表现

的中华文明善于学习与借鉴的特征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壁画中，可以看

到两种艺术表现手法，一种是连环画式，一种是一

图数景的异时同图法。前者是将所要表现的故事题

材，逐次顺序表达，如莫高窟北魏第 257 窟绘制的九

色鹿本生故事，其情节多达九个 [46]，这种连环画式

的叙事方式在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常见。后一种异时

同图的艺术表现手法，则是将同一故事在不同时间

段发生的情节融合绘制在同一画面中，采用这类绘

画技法的壁画较少，以莫高窟北魏第 254 窟萨埵太子

本生故事画最为著名，其故事情节多达十个 [47]，这

种艺术表现方式多见于印度本土。而在新疆拜城克

孜尔石窟壁画中，在表现佛本生、佛传及因缘佛传

时，更多地采用一图一景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来表现

这些故事题材和内容。这种一图一景式的壁画，因

其所绘制的题材内容单一。其所绘制的情节是当时

的艺术家或工匠所认为的典型情节，但由于各种原

因，使得今天对这些题材的辨认变得尤其困难。

在唐代的神仙人物故事镜中，除去一些抽象的

不具备故事情节铜镜纹饰之外，有一些神仙人物故

事镜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明显具有上述三种表现

手法中的后两种，即一图数景异时同图和一图一景

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然是对它们的借鉴和应用。

一图数景异时同图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唐代铜镜中

主要见于月宫故事镜和王子乔吹笙引凤镜；一图一

景式的唐代铜镜有三乐镜及表现一个情节的王子乔

吹笙引凤镜。

（一）月宫故事镜

唐代的月宫故事镜不仅画面优美，而且其中嫦

娥与蟾蜍的关系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神话故事。

据《淮南子》卷六《览冥篇》记载：“羿请不死之药

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48]。

又《初学记》卷一《天第一》所引《淮南子》尚有

“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的记载 [49]。说

明奔月后由美貌的仙女变成了丑陋的蟾蜍。在有的

月宫故事镜上，奔月的嫦娥手中还持一个有“大吉”

二字的方形牌，表现的是嫦娥奔月前曾经找有黄占

卜的情节。据张衡《灵宪》云：“羿请不死之药于

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

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

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

是为蟾蜍”[50]。

根据以上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大体可以勾勒出

嫦娥奔月故事的发展脉络，共计 6 个情节：1. 后羿自

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2. 后羿之妻嫦娥窃药；3. 奔

月前的准备（占卜）；4. 奔月过程；5. 至月宫后变为

蟾蜍；6. 捣药玉兔、蟾蜍、桂树共处月宫。从唐代月

宫故事镜的装饰来看，其画面构成是自第 3 个情节

“奔月前的准备”开始的，画面中共涉及其中 3 ～ 6

四个情节，但表现出来的只有 3 个情节，将“奔月

前的准备（占卜）”和“奔月过程”两个情节合并

在了一起。唐代月宫故事镜的装饰，是将不同时间

段发生的故事情节置于同一画面中，从而形成了奔

月、变为蟾蜍、捣药玉兔与桂树并存于月宫的图像，

这种表现手法是较为典型的异时同图法。其特点是

一图数景（情节），即将不同时间段的故事情节同

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中 [51]（图六）。这种表现手法主

要见于古印度早期佛教造像及犍陀罗造像等，我国

的佛教造像和壁画受其影响，也有采用这种表现手

法者。这也说明，唐代月宫故事镜对故事情节的表

现手法与外来文化有着密切相关。

（二）王子乔吹笙引凤镜

据《太平广记》卷四引《列仙传》记载：“王

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

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

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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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

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52] 从这段

记载可知故事的主要情节有三个：游于伊洛间吹笙

引凤；道士浮丘公接他去嵩山修道；乘白鹤而去。

将上述三个故事情节以一图数景的艺术手法表

现出来的王子乔吹笙引凤镜，在河南三门峡印染厂

唐墓中发现一面 [53]（图七）。其镜背纹饰按照顺时

针旋转的方式来布局和表现。镜背右侧是坐于水边

岩石上吹笙的王子乔，在其前方站立着一只凤凰，表

现的是王子乔“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镜背

下方有一个草庐，表现的是王子乔被“道士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上”修行。镜背左侧下方是两个站立

着向上仰望的人物，上方一人驾祥云腾空于山上的

人物，表现的是王子乔与家人告别，于缑氏山升仙

的场景。与此同时，在镜背还铸造出水波、山岳作

为衬托，而这些水波、山岳纹则分别象征伊洛水、

缑氏山，表现的是王子乔在这一带活动的场景。

唐代铜镜上一图数景的艺术表现方式，还影响

到宋金时期的神仙人物故事镜，其中最为常见的如

许由巢父故事镜 [54]（图八）。关于许由、巢父的故

事，据晋皇甫谧《高士传·许由》记载，尧欲把天下

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于是遁去。“尧又召为九

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

犊欲饮之，见由洗耳，

问其故。对曰：‘尧欲

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

声，是故洗耳。’巢父

曰：‘子若处高岸深谷，

人道不通，谁能见子？

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

誉。污吾犊口。’牵犊

上流而饮之。”[55] 这个

故事共有三个情节，铜

镜背面表现了故事中的两个情节：许由于颖水之滨

洗耳、巢父牵牛去上游饮牛。

（三）三乐镜

一图一景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唐代铜镜中较

为常见的三乐镜以及王子乔吹笙引凤镜。三乐镜上

很多铸有铭文：“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图像中有

树木，表示郊野；携琴、着鹿裘衣的荣启期，高冠

拄杖的孔夫子，表现的是两个人对话的场景 [56]（图

九）。一图一景式的王子乔吹笙引凤镜，与上述采

用一图数景的王子乔吹笙引凤镜不同，仅表现出王

子乔吹笙引凤一个情节 [57]（图一〇）。

正是由于对艺术表现手法能够不断地学习和借

鉴，才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风格迥异的伟大作品。

如《图画见闻志》卷一所记载的“吴之笔，其势圆

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

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58] 其

中的“曹衣出水”，就是通过对古印度笈多造像样

式的借鉴和学习而创造出来的。

五、都城布局形式的演变反映的中华

文明崇尚理想的特征

对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式的发展与演变，学术

图六  唐代的月宫故事铜镜

图七  河南三门峡印染厂唐墓出土王子乔吹笙引凤镜 图八  四川三台出土宋许由巢
父故事镜

图九  唐代的三乐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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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多有论述，虽然表

述各异，但有一点是

一致的，那就是大都

认为《周礼·考工记》

中所记载的都城营

建是理想化的都城

模式。据《冬官考工

记下》记载：“匠人

营国，方九里，旁三

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59] 历

史地来看，中国古代都城就是向着这一理想模式不

断发展的，而隋大兴唐长安城最终实现了这一理想。

（一）都城设计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从隋大兴唐长安城来看，一座都城由三个基本

元素构成：郭城、皇城与宫城。但这三元素的形成，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

唐以前的都城布局，尚不具备三个元素，往往只有

郭城与宫城。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式的发展演

变，实际上就是以上诸元素如何结合的过程。具体一

点来说，就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经

历了从二元对立到三位一体的发展过

程。中原王朝的都城发展所表现的二

元对立到三位一体，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也体现了布局

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对时代的适应性，

更体现了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将《考工

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一面。值得注意

的是，宋元明时期的辽金都城前后布

局的变化，如辽上京与辽中京、金上

京与金中都也经历了从二元对立到三

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但其变化过程是

通过突变实现的，不是渐变的结果，

而促使其发生突变的外因，则是生产

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王朝都

城布局形式的影响。

二元对立的都城布局形式，在东

周列国都城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特

征就是大小两城制。经过多年的考古

调查与发展，学术界对于这一认识逐

渐趋于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东周列国都城遗址有：

临淄齐国故城遗址、郑韩故城遗址、燕下都遗址等。

这种二元对立的城市布局形式，实际上就是《初学

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上所云的“筑城以卫

君，造郭以守民”[60] 思想的反映，所谓的城（宫城，

小城）和郭（郭城、大城），就是二元对立的大小

城制。 

就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来看，西汉都城长安首

次将郭城与宫城纳于一体，结束了二元对立的都城

布局形式，初步形成了“二元一体”的都城布局形

式，且在中国古代都城的郭城首次设置城门十二座

（每面三门）[61]，“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

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62]。这显

然是向着《考工记》所记载的都城理想模式迈进了一

大步。这也与中国古代历史进入到中央集权制的新

的历史阶段相吻合。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

的布局形式在西汉长安城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

规整化，但其核心的“二元一体”没有大的改变。

三位一体都城布局形式首次出现在隋大兴唐长

图一〇  河南洛阳出土王子乔吹
笙引凤镜

图一一  隋大兴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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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图一一），这座都城不仅规模大，而且是一

座经过规划的新城，它在布局形式可以不受束缚，

能够充分展示其设计思想，因此其布局样式与前代

都城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隋大兴唐长安城

的诸多元素都是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如其宫城居中

居北和中轴线思想来源于曹魏邺城；在宫城南面加

上皇城的思想来源于北魏洛阳城。虽然北魏洛阳城

未出现皇城，但其在中轴线铜驼街两侧布置了重要

的官署衙门的做法，则为隋唐长安城所继承。所不

同的是，后者只是将同一位置上的官署衙门用三面

墙体包围起来而已；四面带围墙的里坊的设计，则

来源于北魏都城平城和洛阳；城内满布佛教寺院与

道观，一方面是佛道两教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则

与北魏洛阳城满布寺院的做法如出一辙。以上诸多

元素在历史上的都城设计中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建

筑设计大师宇文恺将其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并最

终实现了《考工记》所描绘的理想都城模式。值得

注意的是隋唐长安城北城墙上的三座城门——光华

门、景耀门、芳林门的位置。由于宫城北墙系借用

长安城北墙，所以宫城所在位置不再适合修建郭城

城门，从而不得不将郭城城门修建在宫城以西的位

置，这三座城门与东南西三面的郭城城门相比较，

显得较为密集而拥挤。这显然是为了将“旁三门”

的理念落到实处，使郭城城门达到十二座而不得不

进行的改变，这一改变完全是为了礼制形式上的满

足，这不仅是其实现理想都城模式的充分体现，也

是中华文明崇尚并能实现理想的体现。

（二）一门三门道与一门五门道

一门三门道的源头可以上溯至甘肃庆阳南佐遗

址，该遗址距今 5200 年至 4600 年，现存 9 处大型夯

土台基，北部的大型建筑一号基址为长方形，三面

有夯筑木骨墙，房址中央有东西向隔墙，将房址分为两

部分，墙体开三个宽约 1.6 米的门道，通连前后 [63]；河

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1 号基址的南门，则是较为标准

的一门三门道的殿门 [64]（图一二）。至春秋时期，

一门三门道的城门建制开始出现在郭城城墙之上，

如楚国纪南城西城墙的北门 [65]，但并未完全成为定

制。郭城城门普遍采用一门三门道之制，最早形成

于西汉长安城，成为此后都城城门的基本样式。隋

唐之时更是创立了一门五门道的明德门和后来修建

的大明宫丹凤门。近年来，在横穿朱雀大街的东西

水渠上发现五座东西并列的砖砌桥基，皆为南北走

向，等距离排列。其中中间桥梁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

雀大街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

对。正如发掘者所言，五门道的明德门遗址和横穿朱

雀大街的五座砖砌桥梁遗址的考古发现，是目前所

知的我国古代最早在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门道城门

与五座桥梁的实例，开启了明清都城在中轴线上设

置同类建筑的先河，更是中国古代都城建制的传承

和发展的实物证据 [66]。刘庆柱先生认为，这种一门

三门道或者五门道之制，其本质都是为了体现择中

思想 [67]。将一门三门道和十二座郭城城门结合起来

看，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崇尚理想、善

于创新等几个方面的特征同时并存、交织融合在一

起，这又说明中华文明的各个特征是融为一体的，

需要整体观察而不能割裂。

六、十六国时期丧葬习俗的融合体现

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性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是个国祚短促的统一王朝。

西晋灭亡后，中原北方地区大乱，进入到十六国时

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是匈奴、鲜卑、羯、氐、

图一二  河南偃师二里头 1 号基址平面及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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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先后建立了不同的王朝，而且王朝更替频仍，战

乱不断，直至 439 年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地区而结束。

在历史上，这一时期不仅是战乱频仍，同时也是民

族大融合的时期，前者历史多有记载，后者则可以

通过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出来。

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问题，实际上首先要面

对的是汉化的问题，而不是匈奴、鲜卑、羯、氐、

羌等坚持本民族传统的问题，这一点在鲜卑族表现

得最为明显，其他民族也无不如此，但由于其所建

立的王朝国祚短促，没有时间或者来不及完成文化

认同这一历史任务，最终通过鲜卑族而得以实现。

十六国时期的墓葬近些年来有不少重大发现，无论

在墓葬形制还是在随葬品的组合上，无不体现出现

汉化的一面——对汉文化的认同过程，但其随葬品

表现出的拙朴造型和工艺水准，反映了这一过程的

不易和艰难。其主要原因是经过动乱，衣冠南下，

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的技术工匠。这些技术人才的缺

失，使得对一些汉文化传统的恢复表现出一定的艰

难性，具体的表现就是造型艺术上的拙劣性，但不能

因工艺拙劣就不承认其认同汉文化而重新建立起来

的框架制度。当然，在这一框架之下，自然地融入一

些本民族（王朝建立者的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是毫

无疑问的，但在组合上（作为一个整体而言），那

些只能算作是文化因素，而不能视之为对一种制度

的颠覆和改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全部北朝史

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

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

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

谓有教无类是也”[68]。

随葬品中仪仗 + 模型明器（粮仓、车

马、六畜、各类生活用具）的组合形式，

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具和设施中的灶、粮食

加工工具（磨、践碓）、水井等，是汉墓

中常见模型明器，同时也是定居且从事农

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生活用品和设施。出

现在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之中，说明十六国

时期上层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或者向

往，而这种认同或者向往恰恰又成为其不

断汉化和融合的动力。出于对定居并从事

农业的人群进行统治的需要，也需要十六

国时期所建立的王朝不断地向汉文化学

习并融入其中。如十六国墓随葬品中的连枝灯，其

形制已经从汉代的华丽造型变得拙朴而简单 [69]（图

一三、一四），尽管如此，但仍然将其作为重要的随

葬品，这看起来似乎是对汉代连枝灯的恢复，但实际

上应当是对汉文化认同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视为汉

文化的延续。在十六国墓葬中，有些陶灶看起来极为

笨拙，有的甚至砖雕而成，但这却正反映了十六国时

期汉民族以外其他民族在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也可

以视为一种融合。

同时，十六国墓葬还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如在墓

葬中土雕门楼并且施以红色彩绘，同时在墓室绘制

建筑壁画。土雕及壁画中的建筑样式，明显是对其生

前居住宅第的模拟，从而将墓葬视为其在地下世界

的“宅第”。这一新现象，充分说明当时的丧葬制度

遵守了儒家的“事死如生”思想。将“事死如生”思

想通过墓葬建筑来表现，显然是民族融合过程中不

断汉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十六国时期这种土雕门楼

的做法，不仅为隋唐墓葬继承，而且成为高等级墓葬

的标志之一，只是其表现形式从土雕变成了壁画。宋

代之时，这种以壁画形式表现的影作门楼，又变成了

以砖砌筑的仿木建筑形式，而且与墓室雕砖建筑、壁

画等一起构成一种新的墓葬形式，即考古学上所云

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土雕门楼这一做法以不

同的形式被继承下来，说明其最终与传统的丧葬制

度融合到了一起，是民族融合在丧葬制度上的体现。

图一三  河南博物院藏东汉
连枝灯

图一四  西汉平陵十六国墓出土陶
连枝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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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印模上的《职贡图》反映的中华
文明包容与开放性特征

传世的梁萧绎和唐阎立德或阎立本的《职贡

图》，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包容开放与统治者的怀远之

德。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一“阎立德”条引

《谭宾录》云：“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

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縢，著履。

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

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今圣德所及，万

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眙于后，

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画之。”[70]

河南博物院收藏有 1 件红陶乐舞人物印模，长

5.5、宽 4.5 厘米 [71]（图一五）。其上有四个人物，

均戴胡帽、着胡服，或呈舞蹈状，或手捧或肩扛物

品。前方人物手捧一模拟宝珠，上方人物肩扛一象

牙状物，右侧和下方人物手舞足蹈，表现出其中人

物对奉献供物之事欢喜无比的一面，可以视之为小

型“职贡图”，在方寸之间将朝贡情景表现得淋漓

尽致，与著名的《职贡图》所要表达的思想有异曲

同工之妙，充分反映了唐人对万国来朝的理解及其

世界观。小印模的艺术价值虽然不能与萧绎、阎立

本等的《职贡图》相比，但其作为 1 件普通物品，

却更能体现唐代社会对于包容与开放的态度，是民

间对“九天阊阖开宫殿 , 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一种理

解，也是儒家“既来之，则安之”的治国理念已经

成为当时社会普遍认识的体现。这件小小的红陶乐

舞人物印模，正是中华文明包容与开放性特征深入

民心的体现，更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远人不服，则

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体现，也是另

外一种形式的盛世赞歌。关于唐代盛世的情形，据

《新唐书·食货一》记载，唐玄宗之时，“海内富

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

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

行千里不持尺兵”[72]。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盛世

之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形，而“安史之乱”以前的唐

王朝实现了儒家的理想社会。

八、结 语

考古发现的很多遗迹与遗物，不断更新着我们

对古代的认知，需要综合各种手段对其进行综合分

析和解读。虽然考古发现的遗迹与遗物直观而生动，

可以证实一些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现象在历史上确实

曾经存在过，但这些生动而直观的遗迹与遗物也往

往是碎片化的、局部的，这就需要将这些一个个碎片

化、局部的遗迹与遗物串联、拼接起来进行探讨，

以体现唯物史观。在对其进行探讨时，注意遗迹与

遗物的时代特征和个体特征，以体现时空观念。结

合历史背景对其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读，搞清其

来龙去脉及其所反映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现象，以体

现历史解释。在对各种遗迹现象以及遗物进行解读

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历史记录完整性的特点，

将与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得出合理而

科学的结论，以体现史料实证。最终去观察中华文

明的灿烂辉煌，以体现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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